
采 访 组：本报记者 邱 然 黄 珊 陈 思 等
采访日期：2017年1月13日
采访地点：中央党校电视台演播室

雷榕生，1949年 11月出生；雷平生，1951年 8月
出生。兄弟二人与习近平同为北京八一学校学
生，1969 年 1月 13日又与习近平一起到延川县文
安驿公社插队。雷榕生分在梁家塌村，1973年9月
上大学，先后在延安地区广播事业管理局、北京
农业大学、国家行政学院工作，2010年 6月退休。
雷平生分在梁家河村，与习近平住同一孔窑洞，
1974年 10月上延安大学。1977年毕业后在北京市
科委营养源研究所工作，1983年至 1995年先后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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士生导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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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平把自己看作黄土地的一部分”（上）
——习近平的七年知青岁月

采访组：榕生老师，平生老师，你们好！

我们明白你们选择今天接受采访的用意，因为

48年前的今天，是你们与习近平一起离开北京

到陕北插队的日子。

雷平生：的确是这样。这是一个永远难以

忘记的日子，不仅是我们，还有坐同一列火车

出发的北京知青，我相信这个日子铭刻在他们

记忆中了，因为这是我们人生的转折点。

时间如白驹过隙。毛泽东1965年重上井冈

山，曾经感慨赋诗：“三十八年过去，弹指一挥

间。”我们已经是“四十八年过去”，不敢说“弹

指一挥间”，但回忆起那时的情景，恍如昨日。

采访组：请先讲讲你们上山下乡插队最初

的缘由和出发时的大致情况吧。

雷平生：1969年 1月 13日，我们八一学校

20多名同学，背负行囊，与北京市其他学校的

知青同乘一趟知青专列奔赴陕北延安农村，开

始了上山下乡的艰苦历程。

1968年底我们办理去陕西延川县插队手续

时，按规定需要先到学校提出申请，携带学校

证明去家庭居住地派出所把自己的北京户口注

销，然后再回到学校凭户口注销证明领取北京

市革委会发给我们几十元钱插队购置费。这个

钱并没有完全发到我们手里。学校同行的有一

部分知青家里比较困难，学校革委会就扣出一

部分钱集中给他们买东西。那时按规定，知青

可以凭票购买一只木箱子用来装生活用品与衣

物。当时国内各种物资都比较匮乏，但木箱子

在北京市很多地方都可以买到，大概18元到22

元一个。箱子上印有毛泽东头像，还印着“大

海航行靠舵手”“知识青年到农村去”等口号。

按实际年龄，近平那一年还不满16岁，还

没有到该去插队的年龄。他是 1953年 6月出生

的。我们初 67 届的同学，大多都是 1951 年出

生。近平比我小两岁，但因为早上一年学，只

比我低一个年级，是68届初中生。

我办离京手续时遇到了近平。当时，我到

八一学校革委会办事组办公室，把注销户口的

证明交上去，负责人齐荣先老师很快把我的各

种手续办好了。这时，近平走进来，说他也要

报名去插队。齐荣先老师看上去有些吃惊，问

道：“习近平，你怎么也走啊？”近平回答说是

想走。齐老师说：“你还不到去插队的年龄

嘛，你应该明年走，而且明年可能有留京当工

人的名额。”那时谁都知道，留在北京生活上

肯定要比去穷乡僻壤的陕北插队好得多，近平

如果拖一拖第二年再走，很有可能就留在北京

了。齐老师很关心近平，因为近平上学期间一

直是个好学生，而齐老师又是他的班主任，非

常了解近平和他家里的情况，希望近平能有个

更好的去处。但近平表示坚决要走，要离开北

京。齐老师就对我说：“雷平生，你办完手续

就可以出去了。”她把近平留下，要继续做他

的工作，劝他留下。

我在办公室外面，大约过了10多分钟近平

出来了，他对我说齐老师还是希望他留下，但

他执意要去延川县插队。近平对我说：“到了陕

西延川，咱们在一个生产队好不好？”我说：

“好呀！”就这样，我们一句口头约定，就有了

共同在延川县梁家河大队下乡插队多年的经历。

我哥雷榕生原来也希望与我们分在同一个

生产队。但当时送我们去延川县的军代表研究

了知青分配名单，觉得这样不妥。他认为这些

“可以教育好的子女”凑在一个生产队太集中

了，还是分散开比较好，于是就把雷榕生调整

到另一个生产大队了。

出发那天，我们兄弟两个是自己背着简单

的行李到北京火车站的，没让家人来送。近平

也是独自一人到的车站，也没想到家里会有人

来送他，他径直上了火车，和我们坐在一起。

这时候有同学喊他：“习近平，你姐姐来送你

了！”我们一看，是近平的姐姐桥桥来了。当

时，火车站上到处是人，有送人的，有被送

的，一片嘈杂。近平站在车厢中，桥桥大姐在

车下隔着车窗望着弟弟。当时那种情况下，姐

弟俩应该是百感交集，离别的心情可想而知。

桥桥大姐把一包水果交给近平，嘱咐他一路小

心，到了那边注意搞好生活，自己多照顾自

己。近平点头答应着，但没有说太多的话。他

站在车厢里，没有流泪，只是长时间凝视着他

的姐姐。几十年过去了，桥桥大姐与我谈起当

时的情景，近平在火车上的动作、眼神，她至

今记忆犹新。

我们坐火车到了陕西铜川，住了一夜，又

换乘卡车向延安进发。到延安以后，在延安师

范住了一晚。我们住在教室里，用课桌拼成大

铺，把被褥打开，睡在上面。

1月 16日一早，我们又乘车从延安出发途

经延川，中午时分到达文安驿公社。在公社外

的空场上，各村来接知青的贫下中农为我们开

了一个简短的欢迎会，招待吃了一顿饭。那天

拿来招待我们的是陕北人民最好的饭菜，有洋

芋、胡萝卜、粉条和猪肉，还有小米饭。知青

各自散开吃饭，村民们远远围观我们，狗在吃

饭人群中窜来窜去，捡拾掉在地上的肥肉片

子。吃完饭后，我们按名单各自分队奔赴插队

地点。我和近平被分在梁家河大队，距离公社

有15里路。队伍在进沟的时候，老乡很照顾我

们，帮我们背着行李，我们只提着自己的挎包

与提包。

到了梁家河以后，雷榕生他们需要继续前

行，就与我们分开了，不过好在我们是在一条

沟里，再继续往前走几里路就到了，隔得不远。

雷榕生：我插队的村叫梁家塌，“文革”

前与梁家河同属于一个生产大队，两个自然村

落。这个村在梁家河的后面，比较偏僻。

雷平生：我和近平分在梁家河大队后队，

同队的还有王燕生、杨京生、佟达宁和戴明。

从那时起，近平在这里度过了七年，我在这里

度过了六年。当年，生活各方面都是很艰苦

的。我们一起劳动、学习，经常交流，彼此关

系始终处得非常融洽。

采访组：当时你们都是高干子弟，突然从

大城市到小村庄，心理落差一定很大吧？2002
年，习近平发表一篇回忆文章《我是黄土地的

儿子》，里面讲到几年中过了“四大关”，就是

“跳蚤关”“饮食关”“劳动关”“思想关”。请

你们谈谈是怎么过这“四关”的。

雷平生：你说的这篇文章我后来读了。其

中提到过“四大关”，有些滑稽的情景今天想

起来还捧腹不已。

确实，一下子从繁华的首都来到黄土高原

的山沟里，心理上很不适应。我们这些城里长

大的青年，虽然在六十年代初期也曾多次经过

学军、农村劳动的锻炼，但即使是在农村参加

“三夏”“双抢”支农劳动，也是由学校选择条

件比较好的农村生产队，劳动时间很短。因此

对农村的认识，完全是从书本上得到的。1969

年 1月，当我们乘车前往陕北途中，就被沿途

漫无际涯的光秃秃的黄土高坡所震撼，进入眼

帘的尽是“穷山僻壤”，我们无法将眼前的情

景与革命圣地、与自己的未来联系起来，竟有

同车人怀疑司机是不是走错路了。到了公社和

生产队，看到农民惊人的贫穷，心中诧异“新

中国成立已经十几年了，怎么竟还有这么穷困

的地区和农民？”那时，我心中感到非常茫然

和失落。

农村过“四关”，实在不易。先说“跳蚤

关”，我想每一位在陕北插过队的知青都有切

身体会。刚到生产队的那几天，我们几名知青

身上都莫名其妙起了又红又大的肿包，奇痒无

比。由于不知道肿包生成的原因，我们也不知

道该如何对付。后来才慢慢知道是“虼蚤”咬

的，随后也听说了不少有用的或无用的应对办

法，比如“不让猪、狗等牲口回窑”，“喝本地

黄土煮过的水 （解决所谓“水土不服”） ”

等。我们还从文安驿买了一大包“六六六”药

粉，大量撒在炕席下以求驱赶跳蚤，但效果不

彰。近平身体虽然好一些，但反应仍然很大。

他身上的包又红又大，再加上挠破的血和感染

脓渗出，看上去很吓人。为了尽快熬过“跳蚤

关”，我们想了不少应对措施。首先是尽量保

持窑洞里外地面的干净，尽可能经常扫地洒

水，将窑里地面浮土扫干净，减少跳蚤出现的

可能。另外就是在进入窑洞或上炕前抖动裤

筒，把跳到身上的零星跳蚤抖掉。在窑洞里停

留时尽量离开地面，减少地面上的跳蚤跳到腿

上的机会。那时你如果走进我们的窑洞，常常

可以见到近平、我，还有雷榕生挽起裤筒“圪

蹴”（陕西方言，意为蹲） 在各自的凳子上聊

天拉话的滑稽情景，我们认为跳蚤跳得再高，

也不至于从地面跳上凳子吧。此时如果梁玉明

走进窑洞，会故意抖动裤腿，说自己身上有不

少“虼蚤”带进窑洞，引起我们哄笑。这种情

况持续了一年多。最终解决是搬到了大队为知

青修造的新窑洞后，周围猪、狗等牲畜较少游

动出现，同时我们的适应能力也得到了提高。

至于“饮食关”，主要是粗粮多，不会粗

粮细做，加上没有油水，肚子里总是感觉空空

的。蔬菜很少，基本上是有什么菜下来就吃什

么。那时候搞“以粮为纲”，其他蔬菜种的很

少。土豆胡萝卜当家，由于不会保存，烂的冻

坏的不少，也不能保证充足供应。农民们吃的

菜，主要是酸菜。他们一般在秋后腌上两三缸

酸菜，有白菜、胡萝卜、洋柿子 （青西红柿）

等。这些腌菜缸放在窑洞里，窑洞的空气中弥

漫着一种酸菜的气味。我们由于懒，借口“不

会腌菜”就不腌，于是就没得吃。有时就向关

系较好的老乡，如武铁锁、薛玉斌等要点酸菜

吃。梁家河后队的老乡都很同情和理解我们这

些知青，也从没有拒绝给我们“挖”一碗酸

菜。印象最深的一次是1970年的四五月，长期

没吃到新鲜蔬菜的我们喉咙中都“燥的冒烟”。

这时正好碰上房东张马有家要将前一年的酸菜

倒出来腾出酸菜缸清洗，准备秋冬再腌新酸

菜。张马有的婆姨过来问我们要不要倒出的酸

菜，给我们拿来了一大盆。我和近平感谢之后

不由分说下手抓起酸菜大嚼，直到把那一盆酸

菜全部消灭掉，才心满意足地舒了一口气。

再一个困难就是缺油。由于没有油，主食

就吃得特别多。由于没有油水，也闹出不少笑

话。近平说过一件“吃生肉”的故事，很多人

向我求证，我回答确有其事，因为我也是此事

的亲历者。1972年 12月，福建莆田小学教师李

庆霖给毛泽东写信反映一些知青生活困难问

题。1973年 4月毛泽东回信李庆霖，并随信附

上人民币300元，“聊补无米之炊”。1973年下

半年，延安地区革委会作出决定，对当时仍在

生产队劳动的知青每人补助200元人民币。于

是我和近平共得到了400元生活补助。有了这

些补助，窘迫的生活稍微宽裕了一些。1974年

的春节，我们过了个肥年，买了大概几十斤猪

肉。当时买的猪肉质量不错，感觉肉像玉雕一

样整齐漂亮。我们那天包了些饺子，在准备煮

饺子时近平说了个笑话，说在作家梁斌的小说

《播火记》 中有这样的情节，主人公之一运涛

说他的愿望就是要用几斤猪肉包一个大饺子，

一口咬下去，“能咬出个小牛犊来”。我们又说

笑道，国外有一种很嫩的小牛肉可以用刀片成薄

片生吃。这次买的猪肉质量很好，大概也可以生

吃。我们两人哄笑着，真的用刀试着将其中一块

冻得微微发硬的瘦肉部分小心片下来，你一片，

我一片，蘸酱油膏吃。也是饿的时间长了，肚子

里没有油水，那一块生猪肉的瘦肉部分竟让我们

吃完了。生肉吃完了，我们费了两三个小时包的

饺子也在二十分钟内风卷残云般吃光了。

说到“劳动关”，实事求是地讲，我们刚

到生产队时劳动积极性都不那么高。一是我们

尚未养成劳动习惯，也不适应强度较高的劳

动；二是一开始给我们评工分，一天只给 6.5

分。那时候队里一个强壮劳力一天的工分是10

分。而知青的工分连一个婆姨都不如。如果早

晨不出工 （除早），我们就只能挣5.2分。据了

解，前一年 （1968年） 一个工 （10分） 分值只

有一角一分。换句话说，我们劳动一天挣的5.2

分工分也就只值 5.7 分钱。一年工分 1200 分，

就可以保全年粮钱，也就是只值十三四元钱。

所以，那个时候的劳动积极性就高不起来。当

然，随着时间延长，近平的思想有了变化，与

老乡接触多了，劳动也习惯了，养成了吃苦耐

劳的精神，工分也长到10分了。

采访组：习近平曾提到，初到梁家河时年

龄小，又是被形势所迫下去的，没有长期观

念，也就没有注意团结问题，“老百姓对我印象

不好”。后来经过姨姨、姨父教育，他努力跟群

众打成一片，一年以后“群众见我有所转变，

对我也好起来”。这一段经历，对习近平成长有

着深刻的影响。请你们谈谈这方面的情况。

雷平生：说实话，我并没有感觉到梁家河

的老百姓对近平印象怎么不好。倒是有一件事

我的印象很深。那也是刚到农村的头一个月，

我和近平到文安驿公社另一个大队去玩，那个

队也有我们八一学校的同学。谁知刚到那里不

久，就接到公社紧急通知，要求文安驿公社全

体知青和基干民兵到公社开会。由于通知规定

的时间很急，我们就与那个大队的知青与基干

民兵一起步行向公社进发，队伍由那个大队党

支部的宋书记扛着红旗前行。走了一段快到公

社会场时，隔河相望，看到梁家河的队伍从沟

里出来迎面走来，于是我们就离开原来的队伍

越过干涸的河床与梁家河队伍会合。没想到，

到了公社会场便有“习仲勋的儿子不跟红旗

走”的喧嚣。这使人意识到，近平由于家庭原

因目标大，早已经被一些人注意上了。这件事

情不大，但传播得挺快挺广。其他村子不了解

情况的农民纷纷向梁家河群众了解情况，就连

公社干部也注意到并向梁家河群众询问习近平

这个知青怎么样？不成想梁家河的乡亲们异口

同声说近平是“好后生”，“好的啦！”这样才

使得一场风波消散于无形，最终没有造成后

果。后来近平谈到陕北的人民收留了他，爱护

他也保护了他，是有事实根据的。

以后类似的事情还多次发生过，但凡遇到

有招工招生、入团入党之类的事情，就常会有

人向上面“反映情况”，所反映的情况无非是

与“可以教育好的子女”有关。这些无端的非

议与“特殊对待”，在那个时代是很常见的。

正如一位朋友说的那样：“别人是从零开始，

习近平要从负数开始。”

采访组：习近平在梁家河的七年时间，正

是从少年到青年成长、确立世界观人生观价值

观的关键时期。在你们看来，习近平在这个过

程中是否有明显的思想变化？

雷平生：近平插队七年中，前后是有一些

思想变化，但不好说有明显的阶段。我个人的

感觉是，从 1969年 1月到这年的秋天，他还是

个不谙世事的少年。从 1970 年初到 1972 年回

京，经中央专案办公室批准允许探望正在隔离

审查中的父亲习老，他的情绪和思想处于稳定

向上、刻苦磨炼的时期，处事已然沉稳自信，

也开朗多了。大约应该从1973年后半年，特别

是去延川县冯家坪公社赵家河大队参加“整

队”工作后，他的思想处于明显变化的时期。

在这一段，他不负众望勇挑重担，积极参加农

村的生产，带领农民为改变自己生产生活面貌

努力工作。这一段如果一定要讲有“转变”，

我认为冯家坪公社书记赵庭壁对这个“转变”

起到了很大的“催化”作用。再就是文安驿公

社书记白光兴、公社干部刘明升，梁家河大队

支书梁玉明，也都起了各自的作用。

1973年后半年，近平受延川县团委书记、

北京知青陶海粟的鼓励，以团员身份参加了延

川县冯家坪公社赵家河大队的“整队”。近平

珍惜这个机会，真心实意努力工作，得到赵家

河群众的交口称赞，也引起冯家坪公社书记赵

庭壁的注意。据近平回队与我闲聊时讲，赵书

记曾几次与他促膝谈心，态度热情和蔼，鼓励

他解放思想、放手工作。我认为这位赵书记极

善于做思想工作，重视人才。为了使近平放下

思想包袱，在交谈中，赵书记特别谈到了自己

所知道的习老当年在陕北的革命经历和业绩，

谈到了陕北老百姓对习老的怀念和尊敬，当然

也谈到了群众与组织对近平的期望。这些谈

话，从政治上给近平以信任和鼓励。那几天，

我感到近平已经彻底从几年来的忧虑和苦闷中

解脱出来。赵庭壁书记不仅与近平沟通交谈，

而且付诸行动。当听说近平在文安驿公社申请

入党几次都得不到县里批准，赵书记就到县里

找文安驿公社的白光兴书记商量，要求将近平

调到冯家坪公社赵家河大队来落户，培养入

党。文安驿公社白书记坚决不肯放人，说这是

文安驿公社“自己的人才，自己会用”，“近平

的组织关系，文安驿自己会考虑培养解决”。

从这时起，近平不再犹豫、彷徨，充满信

心全身心投身到为群众奉献的工作中去。此时

他的思想，已经逐渐有了新的人生目标。这是

我个人的感觉。

采访组：对基层群众感情至深，是习近平

的显著特点。请你们结合当时的经历，介绍一

些这方面的事例。

雷平生：好的。先说一件我们刚到梁家河

后队时的事。一开始我们住在农民张马有及其

子张清远家的窑洞，吃饭在30米外邻近坡上的

张贵林家窑洞。张贵林是一名德高望重的老党

员，他从1936年到1960年间一直是梁家河村的

党支部书记。我们到村里的时候，他的年纪已

经很大了。他为了腾出一孔窑洞给我们知青做

饭吃饭，和他的婆姨 （陕北方言，妻子） 我们

叫她高老婆儿，还有女儿，以及老母亲，全家

都搬到旁的窑洞去住。我们在他们家吃了几天

饭以后，张贵林的老母亲由于年迈就过世了。

家里要办丧事，遗体没处停，只能暂时停在我

们做饭的那孔窑洞，所以我们就必须搬到别的

地方去做饭了。

那个时候快过春节了，北京知青刚来，还

没有正式开始劳动，所以也比较清闲。早晨我

们二人从住的窑洞里出来，近平就对我说：

“咱们到上面去看看。”我俩信步走到张贵林家

的院子里。

刚好高老婆儿从窑里出来，对我们的到来

有些诧异。近平也顾忌当地有什么忌讳，慢慢

地对她说：“听说您家里的老人过世了，我们

能不能进去看看？”高老婆儿很爽快地说：“可

以看。”

这位过世的老人，从二十世纪三十年代陕

北“闹红”时就支持她儿子参加共产党干革

命，是一位深明大义的革命母亲。这些情况，

我们是不久前刚刚听村里后队队长张贵刘讲

的，他是张贵林的堂弟。近平进到窑洞以后，

面向炕上老人的遗体恭恭敬敬地鞠了几个躬。

我在旁看到这一幕，体会到近平对革命前辈的

真情实感，心中十分感动。后来张贵林在与他

的交谈中，得知对面的知青是当年陕甘根据

地主席习仲勋的儿子时，惊讶而喃喃说道：

“习仲勋，当年那是要上伟人像的呀！”

采访组：这是你们去梁家河后多久发生的

事情？

雷平生：是我们刚到梁家河，才只有几天

的时间。近平能够对农村一位过世的老人、一

位老党员的母亲，恭敬地吊唁祭奠鞠躬，这个

做法是当时普通人想不到的，做不到的。那时

正是“文革”进行的第四个年头，很多传统都

作为“四旧”或“封建落后”的东西破坏掉

了。但近平不那么认为，他完全是出于对1930

年代老共产党员母亲的尊重去做这件事的。这

是一种真情的流露。从这件事上，我感到近平

对群众和党员是有真感情的。

另一件小事，是在我们到梁家河一段时间

以后发生的。那时候我们已经开始在大队基建

队劳动了。基建队的工作，包括修建淤地坝等

农田基本建设，队长叫武玉华，是个典型的陕

北男子汉，刚强、能干。那时候，他的婆姨、

孩子和他一起都在基建队劳动。他的孩子叫

“灵娃”，名字好听，可惜智力上稍有缺陷。灵

娃干活挺好，能顶半个劳力，他家里带他来劳

动，挣个半工，五分六分。但他说话做事都不

十分明白，当地话就叫“半憨憨”。灵娃还喜

欢惹事，有时候经常乱来，在别人身上抓一

把，拧一把，推一下，乱开玩笑。经常说出话

来不知深浅惹出麻烦。村里很多人也经常拿他

开心，逗他出丑。也有人被灵娃惹得恼了，与

他发生冲突，轻则骂上两句，重则发生肢体冲

突，尤其是灵娃妈不在场的时候，个别人趁机

拧他几下，打他几下，骂他几句，这个情况都

是有的。灵娃妈每次发现灵娃被欺负了，既难

过又气愤，问他：“谁欺负你了？”有时他说得

清楚，有时说不清楚，灵娃妈气得不行，为灵

娃经常与别人发生纠纷和不愉快。

我们这些知青到基建队以后，武玉华和灵

娃妈都有些担心，生怕灵娃和知青们发生冲

突。因为知青都是大城市来的小伙子，万一灵

娃惹到知青发生冲突，伤了谁都担待不起。尤

其是当他们知道近平是大干部的孩子，就更担

心了。当我们来到劳动现场的时候，灵娃妈就

紧紧地拉着灵娃，不让他乱说乱动，怕他惹出

事来。让武玉华和灵娃妈没想到的是，近平在

基建队劳动过程中，一直对灵娃都很和气，不

仅没有发生过任何矛盾，而且始终都是笑眯眯

地对待这个孩子。

那时候，男知青基本都抽烟，劳动中间休

息的时候，近平坐在土坎上卷上一支“大

炮”，灵娃经常是上去一把就给抢走了，近平

对此从来都一笑置之，对灵娃从没有过疾言厉

色。我们知青和基建队老乡把这些事看在眼

里，武玉华和灵娃妈对此也非常感动，大概之

前还没有谁对他们孩子这么宽容、和蔼。近平

这个大干部家的孩子到了基建队，原以为灵娃

会惹到他，闹出点事情，闯出点祸来。但没想

到，有近平在这儿，灵娃反而不受欺负了，愉

快自如多了。

（下转 4版）


